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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川房枝 （1893-1985）是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爱

知县出身。有教师、新闻记者的经历，到东京担任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妇女部书记。1919

与平冢雷鸟创办新妇人协会，1924年12月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次年该为妇选获得

同盟）成立，任会务理事。1925年成立妇人问题研究所。1937年成立由8个妇女团体的集

合组织-日本妇人团体联盟。1940年就任妇女时局研究会的干事长。1942年大日本妇人会成

立，任审议员。1942年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战后1947年至1950年由于战争期间担

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而被解除公职。复出后任新日本妇人同盟临时总会会长。此后一直

致力于日本妇女的参政权、男女平等等权利的实现。五次当选议员，特别是在1980年88

岁时以278万选票最高票当选。她的一生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年代，波澜起伏的人生和

日本近现代的辉煌与惨败，光荣与耻辱联系在一起，与日本近现代妇女运动更是密不可分。

对市川房枝的评价，日本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积极肯定其对日本妇女解放的贡献，

但对其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予以回避。二是虽然承认其战争期间的责任，但强调其参与战时

体制是为实现妇女参政权而做的妥协。三是既肯定其战前、战后为妇女参政权的实现和男女

平等所做的贡献，又严肃追究其在战争期间的作为妇女运动领袖所担负的责任。 

  市川房枝的一生几乎就是日本近代以来妇女运动历程的写照。在战前和战后的漫长历史

时期，她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妇选而奋斗，致力于日本妇女运动。但是在战争期间，当

日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目标发生重大方向性错误的时候，市川房枝也未能幸免地被卷入了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旋涡。本文研究的是她在战争期间的转向问题。众所周知，

20世纪的日本妇女运动有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本

妇女运动和妇女运动家的转向，即在战时体制下从主张妇女解放，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向为战

时体制服务、支持侵略战争。第二次是1945年日本战败，由对侵略战争的支持转向战后和

平和民主主义。本文在这里研究探讨的是妇女运动家市川房枝的第一次转向，重点分析她从

“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思想的转变，也就是如何由致力于妇女参政权运动

转向支持当局战争政策，在翼赞体制下作为妇女运动领袖号召和组织妇女为侵略战争做好后

方服务，从思想和行动上支持战争的，并试图通过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转向，探求

其转向的深层根源。相信对市川房枝的研究，特别是对她在战争期间的政治转向的研究，会

对日本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些警醒和启示。 

市川房枝与妇选运动 

一、妇女思想解放运动与大正民主运动 

  1918年25岁的市川房枝辞去名古屋新闻社的工作来到东京，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的起点。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以1911年9月《青踏》的创刊为代表的妇女思想解放运动和大正民主

运动，这两件事对市川房枝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教育而觉醒的进步女性们在《青踏》这一女性文学杂志上，发出了“原始

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

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之后《青踏》由一个以培养女流天才为目的的文学性

杂志转变成为妇女问题的专门刊物，充满了对女性经济自立、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难以两全

的痛苦，对结婚、家族制度的怀疑和批判。青踏社同人们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批判封建家

族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主张自由恋爱，提倡妇女解放，在社会上引起强大震动，由此带

来了一场妇女解放的思想运动，开创了日本近代女性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市川房枝在东京结

识了平冢雷鸟、与谢野晶子、伊藤野枝、奥梅尾等“新女性”，这对她的今后的人生有着重

要的意义。市川房枝之所以最终能成为站在时代的前沿的妇女运动家，成为战后领导日本妇

女走向解放的杰出人物，与她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1912年至1925年的大正民主运动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民主运动，反映了日本中小资产阶

级等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军

国主义统治的愿望。大正民主运动包括两次护宪运动、“天皇机关说”事件、民本主义思潮

等。宣扬自由、平等、个人价值的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启迪了年轻的市川房枝，她曾说过

“我自然不是思想家，应该说是一个接受大正民主运动的洗礼，极为现实主义的运动家。” 

她正是汲取着大正时期妇女思想解放运动的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妇女运动家。 

二、“新妇人协会”与“妇选获得同盟” 

  争取妇女政治权利运动，即妇选运动是以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岸田俊子、楠

濑喜多等提出的参政要求为目标，以初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今井歌子、（土界）为子等平民

社的女性们为撤消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第二款请愿活动等为契机发起的，而作为妇选运动真正

的开始则是以 “妇女的社会改造”为目的的“新妇人协会”的成立。 

  市川房枝强烈意识到日本妇女在社会、政治上都处于最底层的不平等现状，并为此而愤

愤不平。她在的自传中记述自己出生的1893年时，她写下了这样的语言：“明治宪法公布

四年后，妇女政治活动被禁止的集会及正社法公布三年后”。明治宪法公布后第二年的1890

进行了第一届总选举，那一年被称为行使参政权元年，但市川房枝却认为是妇女被剥夺政治

权利的元年。妇女没有参政权一直是她所痛苦的，而争取妇女的公民权、参政权、结社权是

她所为之奋斗的目标。 

  1919年11月平冢雷鸟、奥梅尾与市川房枝发起成立了“新妇人协会”，“新妇人协会”

可以算是日本最早的妇女运动机构，进行了修改治安警察法和限制花柳病男子结婚为中心的

签名运动和讲演活动。这一阶段是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开端。1921年市川房枝6月辞去

协会第一届大会理事的职务赴美学习。她在美国的两年半的时间勤工俭学，十分关心妇女问

题，与妇女有权者同盟、全美妇女党的活动家们进行了交流。在市川房枝赴美的前一年1920

年美国妇女首次获得了参政权，妇女解放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国妇女解放、消除男女

差别的运动和美国妇女的积极态度深深感染了她，对她今后的妇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1922

年12月由于各种原因“新妇人协会”在历经仅一年半的时间后解散。 

  妇人参政同盟于1923年2月结成，但由于团体之间步调不一致，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24年初回国的市川房枝参与了同年12月13日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成立大会，当选

为会务理事。创立初会员约200人，以津田梅子、矢岛楫子、生田花世等知名的女性为首。 

  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在《宣言》中表现了她们为获得妇女的正当权利而奋斗的决心。 



  “我们决心打破两千六百年的旧习，男女共同享有天赋的义务和权利，担负建设新日本

的责任；从明治初年开始，在长达半世纪的国民教育上已经没有了男女差别，伴随女子受教

育大门的逐步打开，今天，在即将实行普通选举法之际，把女子排除在外是不公正的，我们

要求女子的选举权；我国职业妇女已达400万，为保护其利益，要求参政权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大多数家庭妇女为了完善生活，在法律上应成为国家的正是一员。我们要求如此；我们

要求获得市、町、村的公民权、国家公民权的资格，我们认为妇女参政权是必要的。我们排

除宗教歧视、职业歧视等所有歧视，以女性的名义达成统一，精诚团结，我们相信妇女参政

权运动是必要的，其成功也是可能的。” 

  1925年3月通过了男子普通选举法，但女性仍被禁止参加政治结社。1925年4月19

日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改称妇选获得同盟。妇选获得同盟围绕女性的公民权、参政权、

结社权的要求，针对议会开展了各项活动。1927年1月开始发行机关刊物《妇选》 ，市川

房枝做主编，她在每期都发表文章，阐述妇女争取权利的想法，为推动妇选运动发挥了积极

作用。 

  妇选获得同盟为妇女参政权的实现，十分重视针对议会的运动。1927年与其他妇女团

体结成了妇选团体联合。1929年、1930年、1931年议会期间的妇选运动是日本妇选运动的

高潮，展现了日本历史上妇女运动光辉灿烂的一幕。1929年妇女公民权法案虽遭到否决，

但它首次被上呈参议院，受到世人瞩目。1930年4月第一届全日本妇选大会召开。妇选获

得同盟从妇女的立场开始了改革选举中不良现象的运动。她们在17个县开始了游说活动，

听众达到1万4千人，市川房枝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第59届议会上，妇女公民权法案由政府提出，但妇女的公民权只限于市、町、村，

不限于都、道、府、县议员的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规定妻子被选举要事先经过丈夫的许可。

这一限制性的妇女公民权受到市川房枝等人反对。但即便是这一限制性公民权法案仍在贵族

院遭否决。妇选获得同盟1931年4月的大会确定了实现“完全的妇女公民权”的运动方针，

截止到1931年的前半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妇选获得同盟（成立时为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从1924年成立到1940年解散的

16年，正是战前政党内阁时代（1924--1932）到14年战争（1931-1945）的时期，以市川

房枝为领袖的妇选获得同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到帝国议会请愿、通过发行机关杂志

《妇选》进行启蒙活动，举行集会、签名等示威活动。妇选获得同盟从刚成立时的约200

名会员，1931年增加到1762名，并成立了众多的支部，对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唤醒妇女参

政意识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但妇选运动有其天生的局限性，日本女性一直深受封建家族

制度的束缚，近代以来又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二重的压迫使得她们的运动不可能是彻底的，

运动的规模也没有扩展到大多数妇女中间，而只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运动。日本史学

家村上信彦评价道：“这一妇选运动成了为了一部分精英运动的运动，很有可能从国民的实

际生活游离出去。” 这16年期间，日本的社会运动由高潮逐渐衰落，以市川房枝为代表的

妇选运动也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化而变得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 

市川房枝的政治转向 

一、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市川房枝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意味着以“大正民主运动”为代表的“民主时代”向“战争

和法西斯时代”的转折。“九一八事变”对市川房枝来说意味着她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妇女参

政权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从1931年11月1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我们可以看到，“九

一八事变”后妇选获得同盟等女权组织站在母性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市川房枝也是

站在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反战的。她在1931年11月号《妇选》中《国际和平和妇选—写

在满洲事变之际》 中这样写道：“满州事变从爆发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尚未解决，维

持旧有状态进行着军事占领。我们为此感到颇为遗憾。（略）为了解决国际纷争，我们无论

如何也不赞成行使武力。我们相信战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浪费，牺牲众多的生命才是最大的

罪恶。战争让交战的两国国民感情越来越疏远，为将来种下了祸根。”市川房枝从女性的立

场出发，认为“战争直接给予最大伤害的人是妇女”，希望“事态尽早解决” 。对“九一

八事变”后急剧发展的法西斯主义，市川房枝针对议会否决、反对妇女获得参政权进行了回

击。她为早期结束战争，曾呼吁，日中两国女性找到一条“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的道路是至

关重要的”。 

这一阶段市川房枝批判战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担心军部独裁可能导致的法西斯

政治。二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本能反对战争。三是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对妇选运动的冲击。

在1932年5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妇选大会上，第三个议题采纳了“我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坚

决反对目前抬头的法西斯主义”的决议。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妇选运动的社会环境变

得越来越不容乐观了。首先在否定议会政治的风潮中，提出妇选议案是十分困难的。其次，

一些诸如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爱国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等官方的妇女团体几乎

网罗了全日本的妇女，妇选运动陷入了低谷。 

二、 “卢沟桥事变”时期的市川房枝 

  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日本侵华战争进入了全面化，日本迎来了一个迅速

法西斯军国主义化的时代。“卢沟桥事变”改变了日本国民认为战争只限于中国国内的一小

部分范围的想法，1937年9月日本国内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一思想运动的目的

是在最大限度集中军事力量，为扩大侵略、充实军备之外，加强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控制，限

制国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口号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1940年7

月近卫内阁第二次组阁，制订了《基本国策纲要》，在国内开展了建立政治和经济的新体制

运动，建立了大政翼赞会。近卫新体制就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统治体制。在这样的时代大

潮中，一直处于时代前沿的妇女解放运动家们无可逃脱地面临妇女运动是否转向的问题。 

  市川房枝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一直在为妇女获得参政权而斗争着，“卢沟桥事变”的

冲击使得市川房枝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彷徨之中。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看到卢沟桥事变

爆发为起点的全面日中战争向前推进，我陷入深深的忧虑。到现在我在可能的限度表示了反

战的意思，招致了军部的攻击。我准备一边显示出对政府的、自治体政策的支持姿态，一边

为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要求而苦心为之，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下达成我们的目的。但是，这次的

现实是战争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刻，是正面反对战争被关进监狱，还是妇女运动全面退却，

再或是暂且先认可这一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  

  市川房枝在1937年《女性展望》9月号上著文写道：“象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妇

选—修改法律运动不用说更增添了一层困难。然而我们妇选要求的目的是站在妇女的立场，

以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为目的，与政府与男性齐心合力而奋斗”。 



  事变两个月后，收音机、报纸传来的战况一天比一天激烈。市川房枝又写道：“这两个

月间我完全陷入忧郁。因为爱国，为这一不幸的事变的发生而悲哀，战争扩大的程度、事变

后的对策、经济上的影响-----等等无法预测。但是，既然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只能向前

发展。我们必须意识到，物资不足、战争军费的增加导致的物价飞涨。生活的困难是自然要

到来的。我个人的感情啦、生活啦不管怎么都好应付，但是为了全体妇女、孩子们，乃至国

家社会的幸福，站在多年与同志们一起努力的共同立场上，无论如何也要克服艰难的时局，

考虑到建设将来的幸福生活，有实行转向的责任。 

  市川房枝看到当时的情况，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时局的急变，政局的瞬息万变的转折

之际，由民政党和政友会的有志议员向政府提出的妇女公民权法案不用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

事了” 。在经历了一番矛盾痛苦的心理斗争之后，市川房枝在为了国家和妇女的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的驱动下，放弃了妇选运动，开始转向加入推进战争的体制，支持战争，

从而幻想最终达到妇选的目的。 

翼赞体制下的市川房枝 

  市川房枝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开始了她的转向的第一步，也就是结成日本妇人团

体联盟。1937年9月28日成立日本妇人团体联盟是站在妇女的立场构建的总动员体制。此

联盟汇合了一直参加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日本基督教妇人矫风会、全国友之会、妇人同志会、

日本女医会、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日本同盟、日本消费组合妇人协会、妇人和平协会、妇选获

得同盟这8个妇女团体，市川房枝领导的妇选获得同盟是其中的核心组织。随着战争的全面

化，1937年后半年的妇女运动开始转向送行出征海外的士兵、慰问军人遗族、向国防捐献

的后方活动转变，日本妇人团体联盟也毫不例外。日本妇人团体联盟其实就是以加入总动员

体制为目的的组织。 

日本妇人团体联盟宣言是这样写的：国家总动员之秋，我们妇人团体希望能够支持、巩

固后方，现发起结成日本妇人团体联盟。我们宣誓坚持到底，达到目的，期望我们的精神能

够感染全体妇女，克服非常时局，发挥女性真正的价值。这一时期的市川房枝是通过妇人团

体联盟的结成，从妇女的角度，在体制之外选择了向政府合作，支持政府的道路。日本团体

妇人联盟的主要活动有：反对重新让妇女从事坑道作业；发起禁止与花柳病的男性结婚的请

愿；掀起“浪费就是敌人”紧缩消费的节约运动。这些运动有些是当年平冢雷鸟发起的运动

的深化。 

在1937年10月12日精神动员联盟发起后，市川房枝在“公职”中就任可以说是她转

向的第二步了。按时间顺序，她担任的主要公职的如下：精动中央联盟调查委员会委员（1937，

12）、非常时国民生活样式改善委员会委员（1938，6）、厚生省国民服制定委员会委员（1938，

11）、大藏省奖励储蓄女性讲师（1939，3）、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干事（1939，3）、国

民精神总动员中央本部参赞（1940，4）、大政翼赞会调查委员会（1941年5月）、大日本

妇人会审议员（1942，2）、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同年12月）。战后市川房枝被解除公

职就是因为担当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理事。这是一个凡是与言论有关的人的组织，德富苏峰

是会长，市川房枝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理事。在这一系列的官职中，市川房枝领导着日本妇女

们进行了对政府当局的支持。 

近卫新体制运动时期，众多的团体和组织被解散，被统一到翼赞体制之中。例如：作为

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大众党解散后，加入了大正翼赞会；劳动公会、农民工会等组织也陆续



解散，被统一到产业报国会等各种官方的国民运动组织里；市川房枝的妇选获得同盟也解散

了。妇选获得同盟的解散标志着16年的妇选运动历史落下了帷幕。市川房枝在同盟解散后

又在筹划新的开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市川房枝在妇人时局研究会领域，依然没有放弃支

持体制。 

市川房枝政治转向原因的思考 

一、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高扬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向国民灌输一种美化侵略战争的实质，为侵略找寻理由

的思想意识。即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年代，为保全日本的国家独立，致力于建

立近代国家，只能走成为西欧帝国主义的追随者的道路。军事发展成为近代日本国家发展战

略的核心，做“大东亚共荣圈”盟主成为近代日本全力追求的国家发展目标。在这一思想意

识影响下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以帝国主义国家的面目向亚洲诸国扩张势力，走上了侵略之

路。 

  伴随着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步伐，日本政府从战争初期开始就意识到综合战是

离不开日本国内妇女的支持的，积极推进女性的组织化。在政界、军界的号召和组织下，成

立了许多妇女团体，直接为战争服务。如1932年成立的前身为大阪国防妇人会的大日本国

防妇人会。1937年妇人矫风会等13团体结成的日本妇人团体联盟，1942年成立的大日本妇

人会等。战前成立的以爱国妇人会为代表的一些妇女团体也将目标转为为战争服务。这些妇

女组织的成立以及行动并不是妇女自发的为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而进行的运动，而是被动

员、被组织、被利用为当局的政策服务的运动，是背离日本女性的利益和给女性带来惨重伤

害和巨大代价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成为一种社会的主流思潮以后，对它的反抗和抵制似乎成为

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战前的日本也没有出现与以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心的反战运动相区别的包

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广泛的和平运动，1937年以后只有“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反战

的可能力量，但遭致法西斯军国主义高压政策而被窒息。战败前的日本社会缺乏表达合法的

反战和平运动的渠道。妇女运动更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后妇女运动家，除宫本百合子以

外都表示出“暂且认可战争的姿态”，幻想在此基础之上来提高女性的地位。“九一八事

变”以来一直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市川房枝也明显受到了来自卢沟桥事变后的压力，转向支持

战争。 

二、对妇女参与战争体制的幻想和领袖意识 

  “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日本妇女运动走的是一条摆脱封建束缚，争取妇女参政权，实现

男女平等的道路，“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妇女运动逐渐偏离了其目

标，性质也发生了变化，逐步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妇女运动发展方向的歧途。这其中以市川

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领导者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而市川房枝对政府转向支持与合作的一

个很大原因是她对妇女参与战争体制的幻想和她的领袖意识。 

  市川房枝对自己在战争期间参与体制有着这样的辩解：“战败后我作为支持战争者受到

3年7个月的整肃。某种程度上支持战争是事实，我认识到这一责任，但是我并不认为是不

名誉的。例如虽然我的朋友们中有在战争开始后，就跑到山里隐居饱食终日那样的人。战争

结束后他们回来，说自己没有参与支持战争。但是我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状况下，作为一介



国民，虽然不能说理所应当这样做，但我并不感到羞耻，也许是我错了吧。” 市川房枝对

自己参加战争体制是有一套解释和说法的。她认为首先是为了保护战争时期妇女和孩子的生

活，第二是通过参与国家政策来获得妇女参政权。 

  市川房枝在当时选择参与战争体制，源于她对妇女参与等同于妇女解放的幻想以及妇女

运动领导者的领袖意识和自觉。她在其自传中记述了自己战时的心态。“我作为所谓国策妇

人委员，是把政府的行政及外部团体的妇人的参与看作是妇女的政治参与—妇女解放的道路

来推进的” 。“参与=解放”的理论是市川房枝参与战争、支持战争的最大理由。1937年8

月在她访问爱知县农村时，看到村小学成立国防妇人会分会，认为国防妇人会的干部们有不

少在活动中发现了新的自我。认为从前很少当众讲话的妇女，由于参加了国防妇人会而发现

了自己的潜能。她说“过去没有自己时间的农村妇女，半天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听讲演，仅就

此点就是妇女的解放。”她还在《市川房枝自传》中写到：“国防妇人会的妇女们精神抖擞

地走向社会难道不是一种妇女解放吗。”将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等同起来。 

  在妇女运动家看来战时体制下总动员体制是解决妇女诸多问题的良好机遇。战时体制

下，由于劳动力不足使得过去许多由男性来做的工作不得不让女性来承担。大量女性劳动者

成了补充劳动力。当时的妇女们因为战争和非常时期而得到这样普遍的就职机会。市川房枝

等妇女运动家认为，总动员体制可以扩大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可以在政策和法律上加强对母

亲的保护。女性广泛地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可以提高她们在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对妇女

参政权的实现，发挥女性的能力是一个绝好的好机会。总动员体制受到市川房枝的响应，她

认为，女性参与战时体制，支持日本当时国策，“开辟了妇女参加行政的一条道路”；“实

现了我们多年的希望妇选的一部分”；“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利用这个。”  

  市川房枝认为妇女应该从封建的、父权家长制之下解放出来。她的妇女解放观不是以阶

级解放为途径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观点，而是从市民的民主主义出发来从事妇女解放的。她

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视野也是狭窄的，只考虑到自己本国的女性，而没有一种世界的眼光。没

能真正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于同样身为女性的被侵略国家的妇女缺乏应有的同

情。 

  市川房枝思想、性格、行动上都完全具备了妇女运动家的魅力。她是一位有着强烈责任

感的人，且有着很强的目标性。她作风果敢、行动迅速，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便会全力以赴。

浓厚的领袖意识也是其突出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她不管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或政治环境

中，她都会是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尖端，乘着时代的浪潮向前的人。然而这种领袖意识也有其

致命的弱点，当日本处于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体制之下。市川房枝也无法不顺应时代的潮

流，转向对翼赞体制的支持。历史似乎在惊人地重复着，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8月20日市

川房枝等妇女运动家还没来得及对战争进行反思，就成立了战后对策妇人委员会，开始向战

后组阁的东久迩内阁要求妇女参政权。在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市

川房枝重新又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带领日本的妇女在为实现男女平等社会担当了旗手的职

责。 

三、天皇制民族主义 

  市川房枝在战争期间转向的原因之一是天皇制民族主义对她的影响。1903年至1907年

当市川房枝还在读高等小学的期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

涨，日本是神国这一意识对市川房枝影响很大。她曾在《妇人展望》上写道“我以前是一个



非常忠君爱国主义者”。可见在她思想深处一直潜存着“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到了战争期

间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潮的高涨而萌芽、膨胀起来。 

  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政府极力宣扬日本的“国体”以及“国体思

想”。即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的后裔，初代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祖先，“天皇万世一系”，

“君民一体”。渲染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优秀、诋毁其他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直接导

致了日本国民的自我认识和对亚洲的认识发生严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天皇发动的“圣战”

的支持。市川房枝是明治以来教育方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对天皇的绝对权威的膜拜和服

从造就了日本战时体制下的妇女运动方向的扭转。天皇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在市川房枝

内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市川房枝将自己对日本妇女解放的梦想与“国家”和“天皇制民族主义”联系在了一

起。这是市川房枝个人的悲剧，也是日本妇女运动的悲剧所在。当国家在法西斯军国主义车

轮的带动下走向歧途的时候，市川房枝和以她为代表的妇女运动便不可避免地一同走向了歧

途。 

  市川房枝是日本著名的近现代妇女解放思想家，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在战前和战后致力

于日本妇女解放运动。但是在战争期间，加入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时体制，战后曾为此一

度受到解除公职的处分。本文在这里研究探讨的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市川房

枝的政治转向，即从如何由致力于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向主张妇女解放，妇女参政权运动转到

从思想和行动上为战时体制服务、在翼赞体制下号召和组织妇女支持侵略战争的，并试图通

过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的转向，探求其转向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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